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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關係理論是與現實的國際政治高度聯結的，此一現象在當今表現

地極為明顯。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召喚著能夠掌握與回應現況的國關理

論，其中尤以「權力轉移」和「歷史與國關」兩類文獻最具有解釋力與發

展性。本文從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論點與適用的範圍條件切入，接著聚焦

於此一理論的兩個關鍵變項：權力差距與挑戰者對現狀的滿意程度，並

延伸到戰爭的爆發條件與對理論的挑戰，最後是討論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

的新興理論框架。在這一部份又分為三個部分：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策

略選擇、支配型強權對於崛起國的策略選擇，和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策

略組合。在處理完權力轉移的相關理論後，我們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討

論，特別是著重於對於中國對外行為的歷史理解。我們首先討論了從歷史

的角度來看今日中國「再起」的必要性，而後提出用「是否跨時」與「是

否跨域」的兩個向度來把文獻分類，接下來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論辯焦點：

文化是否又如何扮演影響中國對外行為的重要角色。我們提出兩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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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適論（包括文化無關與現實含攝文化的看法）與特殊論（包括權力與理

念分配並列與階層滿足兩種型態）。最後，我們對於霸權與挑戰的國關理

論詮釋做出總結，強調權力轉移理論可以捕捉美中爭霸的客觀因素，而歷

史與國關可以深化對於爭霸的主觀理解，二者對於理解當代的霸權與挑戰

都是不可或缺的。

關鍵詞：國關理論、美中爭霸、權力轉移、歷史與國關、霸權挑戰

*　　*　　*

壹、理論與現實

國際關係理論是與現實的國際政治高度聯結的。由於歐美主導國際政治多

個世紀，傳統的國關理論乃多基於西方的歷史經驗，反映出歐美學者對於國際

關係的耙梳整理與理論構思。到了晚近由於西方的霸權受到挑戰，這一個脈絡

的思路在學術界也引起了一波波的反省，然而不變的是國際關係的演進驅動了

國關理論的發展。時至今日，美中爭霸已經成為21世紀國際關係的主旋律，

無論是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議題、經濟與全球化，或是意識形態的爭議，都緊

緊地扣合著美中兩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因應著國際關係的這個結構性變

遷，國關理論也經歷著劇烈的興衰變動。

有關於國際關係的思想淵源甚早，古印度的Kautiliya便是一位著名的國關

思想家（Modelski 1964），他發展出了國家距離遠近與彼此關係是相互聯結

的看法；而馬基維里對於人性本惡、理性計算，與政治道德分離等看法也對後

世國關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Machiavelli 1981）。現代意義的國關

理論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而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辯息息相關。當

時E.H. Carr的《20年危機：1919-1939》被認為是「現實主義革命」的開山之

作，清楚地闡釋了「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核心意義（Carr 1940）。在這些

早期的國關思想與國關理論當中，所汲取的多半是列國競爭的國關歷史，諸如

歐洲在1648年以後所建立的西伐利亞秩序。以現實主義而言，最居於優勢地

位的便是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這是以追求均勢作為各



 霸權與挑戰：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　3

國行為的自然歸趨，以權力平衡作為國際體系的經常狀態，並且在均勢與和平

之間建立連繫，提出特定的權力分配形式與體系的穩定性彼此因果相關。

二戰結束後出現了美蘇相互對峙的冷戰時期，國關理論家在傳統所熟悉的

多元體系與兩元體系的現實之間來回探索，但是關注的重心還是權力平衡。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參酌個體經濟學的觀點，把原有的現實主義理論更

加形式化（Waltz 1979）。他用「內部均衡」的概念來處理在兩元體系下不容

易運作的「外部均衡」（即藉著國家間的聯盟來達成均勢），但核心還是在權

力平衡。另一方面，深受19世紀歐洲傳統影響的季辛吉則把多元的可能引入美

蘇競爭，提出了戰略三角的概念，並且把他的學術觀點帶入美國實際的外交政

策，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Kissinger 1995）。無論如何，在現實主義陣營，

權力平衡還是居於主流的思想，而核子武器所帶來的恐怖平衡也被納入其中。

長期的冷戰對峙與相互保證毀滅的恐怖平衡驅動了對於現實主義的反思，

也帶來冷戰末期開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思潮。這些思潮鬆動了現

實主義的諸般前提，安全至上、理性思維、單一行為者等預設都被一一檢視

修正。反現實主義的國關理論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獲得最大的發展契機

（Baldwin 1993; Wendt 1999）。美國獲得了獨霸的地位，而其所信仰與推廣

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體制似乎沛然莫之能禦。現實主義者所習慣的

兩元與多元體系、國家安全至高無上、冷酷的權力計算，與將國家視為單一

行為者的種種假說，都顯得無法掌握住現實。在此種情況之下，美國的外交

政策也反映了相當的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觀點，而不再以現實主義作為圭臬

（Mearsheimer 2021）。

如果西伐利亞秩序下的國際關係驅動了現實主義與權力平衡理論的發展，

兩元體系下的冷戰提供了結構現實主義興起的環境，對恐怖平衡的拒斥與後

冷戰時期美國自由主義霸權開啟了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發展的契機，那麼中

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對美國與西方霸權的挑戰，就必然地推動了新一波國關理

論的浪潮。中國的崛起來得又急又快，在1980年代才開始的經濟改革一方面

提供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但也引來了劇烈的社會與政治動盪。不過在度過了

1989∼1991年天安門事件與蘇東共黨政權崩潰的危機之後，中共抓住了兼顧

經濟增長與維持黨國政治控制的訣竅，開始了改革派共黨統治下30年的快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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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在超越除美國之外所有的西方大國（包括日本）之後，獲得了與美國比

肩競爭的地位。這一個新的國際關係格局，是前代的國關理論所無法切中解釋

的。

美中的關係是現狀的支配性強權受到崛起強國的威脅，二者之間發生了越

來越劇烈的摩擦，甚至有爆發戰爭的可能。這顯然不是傳統的西伐利亞體系

下的多元體系，也非美蘇間穩固的兩元結構與恐怖平衡，或是新自由主義與

建構主義所能擬想的超越現實主義格局，而是支配性強權與快速接近的挑戰

者之間的戰略競爭。照說依照權力平衡理論，美中之間的均衡態勢應該有利

於和平與體系穩定，但是實際的情況顯然並非如此。在西方的國關理論當中

一直有一個非主流派別，強調層級體系而非權力平衡才是穩定的前提。此一

層級觀點主要提出了兩種論述，一是當霸權為體系提供必要的公共財時體系

最為穩定；一是當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候體系可能會面臨戰爭。前者最有名的

就是Charles Kindleberger根據二十世紀兩次大戰之間經驗所發展出的「霸權穩

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而後者則是A.F.K. Organski在1950年

代就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Kindleberger 1973; 

Organski 1958）。在這兩種理論當中，最為切中當前美中競爭的自然就是集中

關注霸權與競爭的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轉移理論經常是以抽象的理論形式提出，另外晚近藉助歷史來深化

其經驗內涵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之說也大行其道。

此說出自Graham Allison，其理論的根源是在古希臘時期，當各個城邦國家聯

合起來擊敗了波斯帝國的大軍之後，代表海權的雅典便開始挑戰斯巴達的陸

上霸權，釀成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為史家修昔底德所記

載，顯示爭霸必有戰爭，故而暗合權力轉移理論。在Allison（2017）所著的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中，探

究了近五個世紀以來國際關係史上的16次重大權力轉移，發現其中有12次都

出現戰爭，機率是75%。因此Allison便問到，究竟現在正在進行的美中權力轉

移會不會導致戰爭？固然Allison對於修昔底德歷史記述的理解是不是正確容有

爭議（Lee 2019）；而他近來也從北宋與遼在澶淵之盟之後的百年和平（相互

對抗但無主要戰爭，或稱rivalry partners）獲取了更多的歷史啟示，不像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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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然而Allison從歷史尋求分析的洞見則是始終一致的（Allison 2019）。

Allison的研究把我們的視線導引到「歷史與國關」的文獻。此一文獻以國關史

為材料，來發展出對於國際關係的識見，形成詮釋美中爭霸的獨特角度，特別

在研析中國對外行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看法。

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從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論點與適用的範圍條件

切入，接著聚焦於此一理論的兩個關鍵變項：權力差距與挑戰者對現狀的滿

意程度，並延伸到戰爭的爆發條件與對理論的挑戰，最後是討論崛起國與支配

性強權的新興理論框架。在這一部份又分為三個部分：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

策略選擇、支配型強權對於崛起國的策略選擇，和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策略

組合。在處理完權力轉移的相關理論後，我們將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討論，

特別是著重於對於中國對外行為的歷史理解。我們首先討論了從歷史的角度來

看今日中國「再起」的必要性，而後提出用「是否跨時」與「是否跨域」的兩

個向度來把文獻分類，接下來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論辯焦點：文化是否又如何扮

演影響中國對外行為的重要角色。我們提出兩種答案：普適論（包括文化無關

與權力含攝理念的觀點）與特殊論（包括權力與理念分配並列與階層滿足兩種

型態）。最後，我們對於霸權與挑戰的國關理論詮釋做出總結，強調權力轉移

理論可以捕捉美中爭霸的客觀因素，而歷史與國關可以深化對於爭霸的主觀理

解，二者對於理解當代的霸權與挑戰都是不可或缺的。

貳、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論點與適用的範圍條件

權力轉移理論起源於其鼻祖J.F.K. Organski（1958; 1968）對當時的國際

關係學術霸權—權力平衡理論所發起的學術挑戰。信奉權力平衡理論的學

者主張，無政府狀態（anarchy）是國際關係的特質，並強調權力平衡是國際

體系最終總會達致的均衡（equilibrium），並能促進體系的穩定（Waltz 1959; 

Morgenthau 1978）。Organski駁斥了這種看法，認為層級體制（hierarchy）

才是對國際關係特質更準確的描述，國際體系中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power）是常態，且有助於和平的維繫，權力平衡反而容易導致戰爭的爆發。

權力轉移理論強調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者，國家領導人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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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轉移理論家將層級體制描述為一個權力金字塔，其中有一個支配性

強權（dominant power）佔據金字塔的頂端，其下則有數個一般強國（great 

powers），為數不少的中等國家（middle powers），以及數目繁多的小國

（small powers）。支配性強權可利用權力來建構一個揉合政治、經濟及規範

等面向的國際秩序來管理國際體系，一方面增進其國家利益，另方面則維繫國

際體系的穩定，因此它是滿足（satisfied）的。對國際秩序滿意的其他國家追

隨支配性強權的領導，並從中得到一定的好處。在支配性強權的權力無與倫比

時，權力的集中確保了穩定的存續甚至和平（Tammen et al. 2000）。

按照權力轉移理論的論述，支配性強權之所以能登上權力金字塔之頂端，

並制訂對己有利的國際秩序運作規則，關鍵在於其率先經歷了由工業化所驅

動的高速經濟發展，從而能擁有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國力。當支配性強權的經

濟成長動力減弱時，其他一般強權若能透過工業化達成比支配性強權更迅猛的

經濟發展，便能改寫其與支配性強權間相對權力的對比（Organski and Kugler 

1980）。這樣看來，工業化帶來了由國家內部而外（inside-out）的變革動

力，內部經濟發展速度的不同則是導致支配性強權權力優勢喪失的根本原因。

權力平衡理論（Waltz 1979; Walt 1987）一般認為同盟體系的轉換是導致

國際權力分配變化之重要機制，但權力轉移理論則強調，在工業化的時代下，

同盟的形成與瓦解並非權力重新分配的主要機制，這是因為國家間的聯盟在工

業化時代更加僵固，換盟的可能性低（Organski 1958, 313-316）。由於將權力

轉移理論設置了嚴格的適用條件（scope conditions），Organski （1958, 307）

表示，他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僅能適用於有些國家已經工業化，有些國家還尚未

工業化的階段，因為他堅信工業化程度的不同是導致國際體系權力產生重新分

配之最重要因素。職是之故，這一個理論無法解釋前工業化時代，而當所有國

家都已工業化時，新的理論必須應運而生。新一代的權力轉移理論家雖然都同

意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但他們已經普遍不再把工業

化的不均勻發展視為國際體系權力再分配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

舉例來說，Kim（1992）研究1648年至1815年的歐洲歷史，清楚展示了同盟的

形成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大幅提昇一國的權力，工業化並非是催生出新的權力

分配之必要條件。Organski and Kugler（1980, 56）更承認了同盟體系對於支配



 霸權與挑戰：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　7

性強權與挑戰者間戰爭之結果影響甚鉅。事實上，如Levy （2008, 19）所揭示

的，雖然決定一國經濟發展程度及國力的主要機制在不同的時代可能不盡相

同，但這僅僅代表學者必須因時因地制宜，發展出合適的概念量測尺度，從而

能指出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情況並洞見相對權力對比的可能變化，權力轉移理

論的理論邏輯並不會因此受到影響。那麼權力轉移理論又是如何將國際體系的

權力分配與再分配連結到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否呢？

參、兩個關鍵變項：權力差距與對現狀的滿意程度

當國際秩序被支配性強權所護衛，且其權力優勢明顯時，其他的國家或者

對現狀滿意因而沒有意願改變現狀，縱使是有意願也缺乏能力來發起挑戰。

可能挑戰支配性強權的國家充分瞭解，以現有的權力差距，自己在與支配性強

權的衝突中毫無勝算。權力轉移理論宣稱，只要這樣權力結構得以維持，國

際體系便能保持穩定。根據Organski and Kugler（1980）的計算，這代表沒有

任何一個新興強國的權力達到了支配性強權的80%。當國家的權力分配產生變

化，一個原居於第二層級的強國成功地拉近甚至扭轉了它和支配性強權之間

的權力差距，亦即一個新興強國的權力達到支配性強權的80%至120%這個區

間時， 新興強國和支配性強權就可能產生關係上的緊張，但要判斷國際體系

是否會發生戰爭必須進一步檢視崛起國對現狀秩序的滿意程度。
1
依Lemke and 

Kugler（1996）的詮釋，權力轉移下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間達成的均勢只是賦

予了挑戰者機會（opportunity），對現狀的不滿意才創造出挑戰者一戰的意願

（willingness）。

具體來說，崛起國若滿足於國際秩序，那麼即使支配性強權的權力優勢衰

退，雙方的權力對比進入均勢（parity），或崛起國的國力超越（overtaking）

了支配性強權，兩者也不會衝突。然而若崛起國對現狀不滿（dissatisfied），

便可能會要求支配性強權大幅修改現存的秩序，甚至可能完全顛覆現有國際

1 當新興強國的權力超過支配性強權的120%時，表示新興強國已經取原來的支配性強權
而代之，成為其他國家不可匹敵的新支配性強權。此時由於權力的分配又定於一尊，

國際體系的穩定性還是可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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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另行打造對其有利的國際秩序。由於支配性強權對現狀滿意因而有護持

現狀的誘因，因此必然會抗拒挑戰者修改現狀的要求，衝突於是變得極為可能

（Tammen et al. 2000）。綜言之，國際體系的穩定性首先取決於支配性強權是

否具備權力優勢以威懾潛在挑戰者。當權力的分配集中於支配性強權時，威懾

效果極佳，國際關係是最穩定的。權力集中為國際體系帶來穩定，權力平衡則

否。
2
當支配性強權與原為一般強國的崛起國權力拉近時，威懾的效力不再，

但倘若崛起國對國際秩序滿意，國際關係仍會是穩定的。
3
對國際關係穩定最

不利的狀況便是出現了一個強大而又對國際秩序不滿的挑戰者。挑戰者崛起的

速度越快，支配性強權因應權力分配變化的彈性越低，都會進一步提高戰爭爆

發的機率（Organski 1958, 323-37; Tammen et al. 2000, 14）。綜上所述我們可

以發現，權力轉移理論最重要的兩個解釋變項便是相對權力的變化以及對現狀

的滿意程度，兩者的交互作用將決定國際體系是和是戰。以下，我們將依序討

論權力轉移理論家如何概念化及測量這兩個關鍵的自變項。

探討國家間的相對權力變化時，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如何界定並測量權力。

權力轉移理論家一般將權力定義為一國控制或改變他國政策以推進本國政策

目標之能力（Organski and Kugler 1980）。由於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強權興衰的

根源主要來自於各國內部發展程度的不同，因此在測量權力時，權力轉移理論

將可能影響內部發展程度的要素置於核心位置。這點與權力平衡理論在論及

權力時，念茲在茲的是軍事實力有明顯差異。在經過概念的綜整後，Organski

（1958, 203-210）提出一國之權力或謂國力強弱是由三個要素所決定：人口、

經濟生產力與政治能力。其中人口是指勞動人口與軍力人數，由於直接影響了

經濟生產的規模以及戰爭時所能動員的人數多寡，因而是權力的基礎，其影響

是長期的（Kugler and Swaminathan 2006）；經濟生產力指的是將資源投入轉

化換經濟產出的能力，改變較為迅速，對國力的影響是中期的；至於政治能力

2 Lemke （2002）展示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邏輯不僅在全球範圍適用，更可延伸至
區域的次級體系。

3 Chan, Hu, and He（2019）即是在此基礎上推斷，由於中國在本質上並非是修正主義式
的國家，也確實展示了願意融入現存國際秩序的意願，因此只要美國願意正視並容納

中國的崛起，滿足中國的地位（status）需求，美中間的衝突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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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政府為了達成國家目標之資源汲取及配置的能力，可以在短期之內對國力

產生較大影響（Tammen et al. 2000;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政治能力對於國力的影響固然重要，但對於如何具體測量這一個概念，

研究權力轉移的學者一直到近期才取得基本的共識。Organski and Kugler 

（1980）率先提出並初步發展了政治能力的概念，Arbetman and Kugler 

（1997）將之細緻化，Kugler and Tammen（2012）集大成，一個多面向且相

對成熟的政治能力指標於焉而生。
4
殊為可惜的是，權力轉移的研究者在探討

權力轉移與國際體系是否會出現戰爭的關係時，並沒有系統性地將政治能力納

入權力測量的面向，而主要是仰賴兩個既有的指標來度量權力：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以下簡稱：GNP）或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5
，以及國家實力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以下簡稱：CINC）。6GDP是由人口和國民的生產力決定

的，國家實力綜合指數中人口亦佔有相當的權重，因而對權力轉移理論來說，

要成為世界大國就勢必要擁有大量的人口。這一點在各國間的生產力差距逐漸

縮小後尤然。這解釋了為何權力轉移理論學者預期中國及印度將依序取代美國

成為國際體系的支配性強權（Tammen and Kugler 2006a），因為它們都具有巨

大的人口優勢。

由於GDP與國力綜合指數在統計上呈現高度的相關性，因而研究權力轉

移的學者一般將兩者交替使用，宣稱不影響分析之結果。這樣的論斷在近期

受到了學者的挑戰。Rauch（2017）將GDP和國力綜合指數套入實際的案例分

析，發現統計上的高度相關並不能確保這兩個指標在判斷挑戰者何時趕上或者

超越現狀的支配性強權的一致性。舉例來說，GDP和國力綜合指數對於1820

至1910年間，對於美國和英國國力變化確實呈現出類似的趨勢，然而在美國

4 在這個框架下，權力被操作化為GDP與相對政治權力的乘積。
5 權力轉移理論的先聲是透過GNP來衡量一國的權力，當經濟學界開始轉向使用國內生
產毛額來衡量一國的經濟能力與表現後，權力轉移理論家從善如流，轉為使用GDP來
衡量權力。

6 國家實力綜合指數是由創立戰爭與關連計畫（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學者David 
Singer所開創，這一指數綜整並加權了六個指標：軍費支出、軍事人員的數量、能源消
耗量、鋼鐵產量、都市人口以及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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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何時達到英國的80%至120%之間之時間點（timing）的判斷上卻存在著鴻

溝。此處的關鍵是，美國對現狀的滿意度在十九世紀中期時至十九世紀末期時

有明顯的提升，因此一個較符合權力轉移理論的發現應是，美國在十九世紀中

末期在國力上逐漸追上英國，同時又對國際秩序滿意，雙方的互動因此成為了

當代和平權力轉移的典範。這一個說法只有在我們使用的是國力綜合指數來計

算國力時才能成立（Rauch 2017, 649-650）。但是這也不代表國力綜合指數必

然是更優越的指標。以GDP為標準，中國當前的國力大約是美國的77%，但若

我們以國力綜合指數來計算，中國的國力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與美國旗鼓

相當，並在之後實現了超越。這個判斷顯然與學術界長久以來的研究發現扞格

不入，也違反一般的經驗法則（Beckley 2011; Brooks and Wohlforth 2016）。

這顯示了，無論使用何種權力的測量指標都可能遇到測量的估計值與理論或

現實理解不相符合的問題，研究權力轉移的學者未來勢必要直面此一挑戰。
7

一些近年來新發展出的指標提供了幾個可能的改進方向。Beckley（2018）認

為在探討國力時不能只看毛額，提倡應透過GDP與人均GDP的乘積來加以測

量，前者代表了一國經濟與軍事產出的總量，後者則反映了經濟與軍事生產的

效率。基於類似的理論考量，Anders, Fariss, and Markowitz（2020）提出了國

內生產剩餘（Surplu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SDP）的概念，認為GDP

應被區分為維持一國人民生存所必須的生計維持收入（subsistence income）

及剩餘收入（surplus income），而只有後者才是國家能夠真正投入在國際關

係互動上的權力資源。Carroll and Kenkel （2019）則是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建構了一個爭端結果預期分數（Dispute Outcome Expectations 

Scores），並展示了這個分數更能夠反映出國家間軍事實力之對比與變化。

如前所述，權力轉移理論是透過相對權力的變化以及挑戰者對現狀滿意的

7 權力轉移理論學者一般對GDP作為衡量一國權力大小的評價要稍高於國力綜合指數
（Tammen, Kugler, and Lemke 2017）。但也有許多學者開始質疑，國內生產毛額在當
今的社會當中是否還適宜作為衡量權力的變數。跨國公司的實踐顯示，我們極難將生

產及利潤歸於一個特定的國家（Starrs 2013）。同時，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方式明顯低
估了創新以及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對經濟發展之影響（Brooks and Wohlforth 2016, 3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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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兩個自變項來解釋國際體系中是否會有大戰的爆發。權力轉移理論雖然

並未在理論邏輯上宣稱權力增長的新興強國必然會滋生對現狀的不滿，但早期

絕大多數的權力轉移理論家（例如Organski 1958;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卻都沒有對現狀的滿意程度這個理論變數進行測量，甚至想當然爾地預設，

支配性強權必然滿意現狀，挑戰者則必然不滿意（Lemke and Kugler 1996）。

Vasquez（1996, 37）一針見血地指出，對現狀的滿意程度往往淪為權力轉移理

論學者在理論無法適用時所訴諸的特設性解釋（ad hoc explanation）。其後果

是，外界容易將權力轉移理論與結構決定論掛勾，認為權力轉移理論隱含了新

興強國權力增加到達一定的程度時必然伴隨著對現狀的不滿足的前提。這點在

權力轉移理論家陸續發展出量測對現狀是否滿意之指標後才得到了修正。

對現狀的滿意與否涉及對於由支配性強權所領導之國際體系內的現有規則

的評估。對現狀滿意代表一國對既存的國際秩序所能給予其之利益達到了一

定的程度，因此沒有推翻和改變現狀的意願；對現狀不滿意則表示一國認定從

既存的國際秩序所能得到的利益不足或者不願意接受從屬的地位，認為現狀

不公平且被敵對的勢力所宰制，推翻現狀的意念油然而生。研究權力轉移的學

者提出了不同的指標來判斷一國是對現狀是滿意或者不滿意。Kim（2002）提

出可用聯盟組合的相似度（similarity of alliance portfolios）來區分一國對現狀

是否滿意。他主張挑戰者和支配性強權若有相似的聯盟組合，表示雙方擁有相

似的利益，因此挑戰者應是對現狀滿意的；反過來說，若兩者的聯盟組合大相

逕庭，則可以推斷兩者的利益不太一致，挑戰者對現狀並不滿意。Kim在這裡

假設了國家會和利益契合的國家結為同盟，並避免和利益不一致的國家締結

聯盟。權力轉移理論學者頗青睞此指標，在許多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其蹤跡

（Hebron, James, and Rudy 2007; Sobek and Wells 2013）。這個指標雖然被廣

泛使用，但亦有學者批評指出，由聯盟組合相似程度高推論到利益協調程度高

固然合理，但挑戰者與支配性強權的聯盟組合相似程度低卻未必代表前者對後

者或者現狀的秩序不滿，因為當挑戰者與其他國家利益重合程度夠高時，聯盟

的形成即變得可有可無（Levy 2008）。

Werner and Kugler （1996）認為判定一國對現狀的滿意或不滿意必須檢視

其軍事力量的擴張速度（military buildups），因為汲汲於整軍經武的國家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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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沒有這麼做的國家更可能對現狀不滿。特別是，當一個新興強國的軍事擴

張速度比支配性強權還快時，其顛覆現狀的意圖更是顯露無遺。除了比對挑

戰者與支配性強權的國防支出外，Lim（2015）強調挑戰者在推動軍事現代化

時，是否刻意增強牽制支配性強權權力投射之能力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

Childs（2011）採用國際上主要的武器供應國的轉移情況來判斷一國是否為對

現狀滿意的國家。他假設，武器的主要供應國不會將武器販售給他們認為對現

狀不滿的國家，此無疑是養虎為患。

Lemke and Reed（1996）從國內政治的層次出發，強調挑戰者與支配性強

權在國內政治制度性安排的一致性（特別是如果雙方皆為民主政體）在很大程

度上會決定挑戰者對於現狀的滿意程度。在雙方的政體類型相同，甚至在經濟

領域的制度安排都類似時，挑戰者通常能從現狀汲取到極大的好處。從這個角

度出發，若一新興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政權類型不同，則可以推定其對現狀不

滿。Tammen（2008）則強調關鍵是去評估國內的群眾是否滿意於經濟發展的

利益分配。若國內的群眾對於經濟發展後的利益分配感到滿意，表示這個國家

對於國際秩序的現狀也是滿意的。反過來說，若國內的群眾認為自己並非國內

經濟發展的受益者或者被分配到的利益不足，他們對於國家的不滿也代表著該

國對現狀的國際秩序的不滿。

Danilovic and Clare（2007）則是宣稱，強國間爆發衝突往往不是肇因於

對國際體系中現狀秩序的不滿，而是在雙邊關係中是否有具體的利益衝突。他

們爭奪的並非對體系的掌控，而是在他們認定為國家核心利益的議題上取得優

勢。Danilovic和Clare的論點指出了一種可能性，即一個新興強國有可能由於

一個具體的雙邊議題而對支配性強權不滿，但卻對國際體系的現狀秩序是高度

滿意的。這表示，關於現狀的滿意程度可以有不同層次。在評估挑戰者對現狀

的滿意程度時，我們至少必須關注兩個層次：第一，挑戰者對體系層次，亦即

由支配性強權主導的國際秩序之滿意與否；第二，挑戰者對與支配性強權之間

雙邊關係層次的秩序之滿意與否（DiCicco and Levy 1999）。

Sample（2018）關於對現狀滿意程度的討論就是建立在上面的雙層次架

構。在體系層次，從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硬核（hard core）出發，她認為新興

強國最念茲在茲的是，這一個國際體系的秩序是否能確保其極大化其財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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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強國認為既存的國際秩序不允許其實現本身經濟發展之潛力，甚至可能打

壓其發展，對現狀的不滿就會變得強烈；在雙邊關係層次，新興強國最看重

的是其與支配性強權之間是否存有領土主權的爭端。許多學者發現，領土主

權的爭端是讓雙邊關係升級到軍事化衝突的最重要原因（Senese and Vasquez 

2008; Vasquez 2009; Vasquez and Henehan 2010）。當新興強國與支配性強權之

間有未解的領土主權爭端時，新興強國對此雙邊的秩序應當是不滿的。綜觀

現存所有測量一國對於現狀滿意程度之指標，Sample的作品頗有理論深度，

也最具進一步發展之潛力。這是因為，她指標的建構完全根據理論的指引，並

仔細討論了一國究竟想要從國際體系中的現狀或謂國際秩序中得到什麼，以

及在雙邊層次的關係中想要確保什麼。很明顯，Sample觸及了物質層面的核

心，但如同Greve and Levy（2018）所指出的，挑戰者對現狀的不滿未必只來

自於物質層面，他們因而特別強調地位（status）的追求如何可能催生出挑戰

者對現狀的不滿。Chan（2020）更進一步，揭露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理性偏見

（rationality bias），並特別強調妒忌、憤怒，及憤恨等情感（emotions）的作

祟如何可能使一國對現狀產生高度不滿。

後續的研究還應當思考的是，如果不同的指標捕捉到了對現狀不滿意的不

同層面，我們又該如何在去蕪存菁後，將它們構造成一個整合性的指標。權

力轉移理論發展至今，已經不再是以結構決定論為基底的理論，其中的關鍵就

在於更加突出了對現狀的不滿意程度的重要性，強調相對權力的接近不必然

帶來軍事衝突，而要看支配性強權如何與挑戰者互動，從而塑造其對現狀的滿

意。
8
正如Tammen（2008, 320）所稱，支配性強權應嘗試形塑潛在挑戰者的政

策偏好，如此一來即使其相對權力衰弱，與挑戰者之間呈現權力均勢的態勢

時，軍事衝突爆發的可能性也得以大幅下降。權力轉移理論學者進一步提醒，

挑戰者政策偏好的形塑不能靠威脅、禁運或制裁，這些政策只會適得其反；支

配性強權必須要社會化（socializing）挑戰者，即將其置於由國際義務及多邊

關係結構所構成的綿密網絡之中，進行產生約制效果及路徑依賴。這一個網

8 即使如此，還是有學者認為權力轉移理論過於強調結構，對於能動性（agency）及偶
然性（contingency）的關注不足（Ch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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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基礎便是支配性強權所能接受的原則與規範（Tammen et al. 2000; Tammen 

and Kugler 2006）。欲判斷支配性強權社會化挑戰者的努力之成效，我們最終

仍須回到評估挑戰者對現狀的偏好程度，因此持續發展測量現狀不滿意指標將

是重中之重。

肆、戰爭爆發條件與對理論的挑戰

作為一個解釋戰爭爆發條件的理論，權力轉移理論的基本論斷是支配性強

權對現狀滿意，因而不存在先發制人的動機，國際體系層級的戰爭只有在出現

了一個對現狀高度不滿意的挑戰者，並對支配性強權發動挑戰後才會爆發。在

這個論斷上，學者又開展了幾個軸線的討論，當中主要涉及的議題包括：

1. 支配型強權必然對現狀滿意嗎？

2. 支配性強權不會發動預防性戰爭嗎？

3. 挑戰者發起挑戰的時機點究竟為何？是在超越前還是超越後？

針對第一個議題，Steve Chan在一系列的著作中都嘗試論證，支配性強

權未必只想確保現狀的存續，崛起國也未必總是胸懷顛覆現狀的大志（Chan 

2004; 2020; Chan et al. 2021）。Chan還進一步運用了心理學中的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來解釋為何支配性強權在權力衰退時可能採取風險程度高

的政策，從而破壞現狀的秩序。他以美國的外交政策為例，指出美國作為支配

性強權，卻多次採取了衝擊現有國際秩序的政策，印證了其所指出的，支配性

強權也可能對現狀不滿意。至少，對現狀的不滿意不應被視為崛起國的原罪

（Chan 2020）。

支配性強權究竟是否會先下手為強？Jack Levy指出，當支配性強權意識

到未來可能出現一個威脅時，便可能會在這個潛在的未來威脅還沒有比自己強

大前先發制人（Levy 1987; DiCicco and Levy 1999）。權力轉移理論學者從經

驗及理論挑戰了這個說法，堅持其支配性強權不會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判斷。

Lemke（2003）指出，支配性強權發動預防性戰爭的事例在歷史長河中屈指可

數。Tammen et al.（2000）則提供了這個現象的理論性解釋，強調支配性強權

不會發動預防性戰爭，因為此舉將大大損害其苦心建立的國際建制並可能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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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意現狀的國家所組成的聯盟土崩瓦解。換言之，國際秩序是由支配性強權

打造而成，而戰爭可能會造成現行國際秩序的毀滅，對現狀的滿意因此讓支配

性強權喪失了發動戰爭的動機。其次，一國即使在戰爭中被擊敗，往往只需要

二三十年的時間便可浴火重生，此即所謂的鳳凰效應（phoenix effect）。換言

之，支配性強權即使對挑戰者發動了攻擊，其也可以很快重振旗鼓，因此支配

性強權從根本上就失去了先下手為強的誘因。

關於挑戰者發動挑戰時機的問題上，雖然權力轉移理論家普遍認為挑戰者

會是動手一方，但對於其究竟何時會付諸行動，是在權力對比產生黃金交叉

前或後，仍莫衷一是（Tammen et al. 2000, 21-22, 28）。至少我們發現，權力

轉移理論出現過論點上的跳躍。Organski（1958, 333）先是宣稱，其發現挑戰

者似乎大多是在權力還未超越支配性強權時（亦即挑戰者的權力處於支配性

強權的80%至100%的區間時）就發動戰爭。不過由於這個論述是從有限的經

驗事例得出，因此在進行更大規模的經驗分析後，他與門徒Kugler改弦易轍，

轉而主張挑戰者事實上是在權力已經超越原有的支配性強權後才會訴諸戰爭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chap 1）。 

伍、討論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新興理論框架

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原型搭建在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互動框架上，但該

理論的核心關切是兩者互動時最可能發生戰爭的情境條件為何。針對兩者的策

略選擇，權力轉移理論的關注有限。
9
在這個理論框架中，支配性強權的策略

選擇在本質上即是被動因應來自崛起國發起的挑戰。其次，權力轉移理論固然

有針對對現狀不滿意程度提出測量的指標，但對於崛起國基於什麼樣的考慮而

選擇與支配性強權展開競爭或合作的討論仍是不足的。從2017年以來，有不

少學者開始填補這塊文獻上的缺漏，對崛起國與支配強權的策略選擇進行理論

性的探討。雖然不以權力轉移理論為旗幟，但這些學者的作品和權力轉移理論

一樣，完全緊扣著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戰略互動的主旋律。這些作品可以被大

9 在以下所討論的理論文獻中，諸位學者往往發展自己偏好的類型學（typology），並在
此基礎上討論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在進行戰略互動時所能採取的策略。



16　問題與研究　第62卷第1期

略區分為三類：第一類解釋的是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採取的策略；第二類分析

的是支配性強權如何因應崛起國或自己的衰退；第三類作品則是把兩者戰略互

動的策略集合作為分析單元（unit of analysis）。以下，我們將依序討論這三

大類作品，並把重心置於這些作品所凸顯的理論因素。

一、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選擇

我們首先解析崛起國面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選擇，並引介兩個理論。

第一個理論是由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Rush Doshi所提出，

第二個則是Joshua Shifrinson搭建的「掠奪理論」（Predatory Theory）。

Doshi（2021）嘗試解釋崛起國將如何因應支配性強權所建構的霸權秩序

（hegemonic order），並抽繹出兩個關鍵的變項：第一，崛起國對與支配性強

權間權力差距之認知；第二，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威脅認知。兩者的權力差

距決定了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利益構成損害的能力，威脅認知高低則代表崛起

國認為支配性強權有多可能會對其造成傷害。當崛起國的國力與支配性強權仍

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時，若對支配性強權的威脅認知不高，崛起國將對支配性強

權採取順應（accommodation）之策略，大體上支持支配性強權之領導，甚至

願意容忍或支持支配性強權在區域的軍事性存在。若權力差距大，感知到的

威脅也大時，崛起國會訴諸削弱（blunting）策略，嘗試弱化支配性強權在軍

事、政治及經濟上的控制權。當崛起國的力量大幅逼近支配性強權，兩者的差

距有限時，崛起國若有較高的威脅認知，會嘗試結合強制性及勸誘性的手段來

厚植其對區域內國家的控制力，這即所謂強化（building）策略。若權力差距

相差有限，崛起國又不認為支配性強權會特別對其構成威脅時，崛起國便會大

張旗鼓地採取優勢（dominance）策略，即以強制性手段為主，勸誘性手段為

輔的方式，宰制區域內的國家，建立一套排除支配性強權的區域秩序。綜合來

看，相對權力差距的縮小和低度的威脅認知將對支配性強權的霸業造成最大程

度的斲傷，權力差距的維持和較低程度的威脅認知則較能確保支配性強權霸業

的維繫。
10

10 Doshi此處所提及的削弱、強化以及優勢策略非常類似於Timothy Crawford（202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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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Doshi的理論與權力轉移理論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兩個理論都預期了當

新興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權力差距縮小時，新興強國作為挑戰者就有可能對

現狀發起衝擊，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此時的關鍵在挑戰者對現狀的滿意程度，

Doshi則主張挑戰者對支配性強權的威脅認知可能更為重要。無論如何，Doshi

的理論預設了，崛起國在支配性強權陷入衰退，兩者的相對實力拉近時，必然

會選擇挑戰支配性強權已經建立起之秩序，威脅認知的高低只會影響挑戰之強

度。從這個角度看來，Doshi的理論結構決定論的色彩比權力轉移理論更加濃

厚一些。

Shifrinson（2018）反對崛起國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衰退國這個論

斷。他強調若崛起國認為支配性強權具有戰略價值（strategic value），則崛起

國不僅不會追求弱化支配性強權之政策，甚至會選擇支持支配性強權，減緩

其衰退。在預設了崛起國是國力持續增長，支配性強權處於國力衰退的前提

後，Shifrinson提出了兩個理論變項來解釋崛起國會對支配性強權所採取之策

略：第一，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值；第二，支配性強權的軍事態勢（military 

posture）。前者將決定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方向，即基調是以弱化或強

化為主，後者則影響了策略的強度。國際體系的極性（polarity）及支配性強

權相對於其他大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都可能會影響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

值高低的判斷，更為重要的是，崛起國會檢視支配性強權是否會對其提供政治

支持，協助其排除在崛起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阻礙。若支配性強權能夠在崛起國

的崛起之路中起到正面的作用，崛起國將肯認支配性強權之戰略價值，採取偏

向支持性（supportive）的策略方向。再來，崛起國會判斷支配性強權之軍事

態勢，若支配性強權現有的軍事實力在質與量方向都不足以支持其遂行必須的

軍事行動與目標，崛起國便會選擇強化（strengthening）策略，大力支持衰退

中的支配性強權。若支配性強權的軍事態勢仍堅如磐石，崛起國則會採取支撐

（bolstering）策略，有限地提升支配性強權之權力。反之，若支配性強權對

稱之離間策略（wedge strategy），即是透過強制或者籠絡性的手段來阻止對己不利的
同盟體系之形成。Chai（2020）便指出，中國試圖對澳洲採取離間策略以弱化美澳之
間的聯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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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國之崛起構成阻礙，例如選擇與崛起國的對手聯盟，崛起國便不可能認可

支配性強權之戰略價值，因而會選擇掠奪型（predatory）的政策，削弱支配性

強權。此時支配性強權的軍事態勢將決定崛起國掠奪其之強度。支配性強權的

軍事態勢越弱，崛起國越可能對其展開高度強制性的壓制手段，以讓支配性強

權以更快的速度跌落強國之林，此即所謂降級（relegation）策略。假如支配

性強權的軍事姿態仍強，崛起國就只能祭出弱化（weakening）策略，以間接

與逐步的方式來削減支配性強權的權力。這樣看來，當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值

低，且軍事態勢不強韌時，挑戰者會對支配性強權發起最劇烈的競爭性政策。

當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值高，且軍事態勢不強韌時，挑戰者則會戮力維繫支配

性強權之國力於不墜。

Shifrinson的理論分析揭示了，當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國力接近時，競

爭激化和合作深化都是可能出現的均衡。要進一步解釋雙方具體互動情況，我

們必須仰賴權力對比以外的因素。接著我們換個視角，轉入支配性強權面對崛

起國的策略選擇。

二、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的策略選擇

Copeland（2000）以及Levy（1987）在著作中指出了由於崛起國與支配性

強權之間的權力對比通常往對後者不利的方向變化，因此支配性強權普遍具

有強烈的預防性動機，會在情況還對己有利時出手，且不會輕易放棄霸業。

Stacie Goddard以及Paul MacDonald與Joseph Parent的著作挑戰了這些論點。

Goddard（2018）強調支配性強權有時會接納崛起國的崛起，有時則會

堅決遏制崛起國，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legitimation 

strategy）是否奏效。正當化策略的內涵具體來說是指崛起國合理化其行為，

並向支配型強權解釋自己的目標及意圖之策略。總體來說，當正當化策略取

得成功時，支配型強權會包容崛起國，當此策略失敗時，支配性強權會選擇

打壓崛起國。Goddard認為，兩個理論變項解釋了支配型強權在多大程度上

會接受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第一，支配性強權的制度脆弱性（i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y）程度；第二，崛起國的多聲性（multivocality）程度。前者指的

是支配性強權所建構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是否有弱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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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之虞，或者堅韌如往昔。後者則是看崛起國是否具備同時觸及國內與國際

的眾多受眾，並能夠援引當時國際社會中的規範原則或普遍的實踐來加以說

服。當支配性強權建構的國際建制處於危機，即制度脆弱性高時，支配性強權

會迫切需要其他國家的聲援與支持，若此時崛起國的多聲性程度高，表示其能

在國內及國際引伸國際社會中業已存在的規範與原則，將對搖搖欲墜的國際規

範體系帶來莫大幫助，因此支配性強權會對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產生相當大

的共鳴（strong resonance），進而選擇順應崛起國的崛起。倘若國際建制不再

堅韌，崛起國的多聲性又低，表示其沒有援引相關的原則來鞏固既有的規範

體系，這時支配型強權會將崛起國視為具有強烈推翻現狀傾向的革命性國家

（revolutionary power），拒斥崛起國的崛起，認定必須採取強制性的政策以

及高度競爭性的大戰略以有效壓制崛起國。至此，我們勾勒了支配性強權最能

以及最不能接受崛起國正當化策略的兩種情境，它們都涉及了既存的國際建制

不穩的情況。由於現況下的國際建制不穩，Goddard認為支配型強權容易因此

輕信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或者忽視其正當化策略也有可許之處。接下來我們

要討論的其他兩種情境則是在建立在支配性強權建構的國際建制穩如磐石的前

提上。

當支配性強權主導的國際建制沒有遭逢巨大挑戰，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正

當化策略的接受程度不會是最高或最低，而是會居於其中。若崛起國多聲性

程度高，由於支配性強權沒有迫切需要崛起國來協助其護衛現行國際建制的需

求，因此只會對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採取部分接受的態度，也就是Goddard所

謂的弱共鳴（weak resonance）。此時，支配性強權會尋求更多的資訊來判斷

崛起國之意圖，並最可能採取避險的策略。假設崛起國的多聲性程度低，支配

性強權便不可能與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產生多大的共鳴，但由於國際建制沒有

弱化之虞，因此也不需要過度悲觀地解讀崛起國之意圖，利用國際建制及聯盟

制衡之即可。Goddard的理論點出了決定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之間關係的重點

在於支配性強權對現狀秩序脆弱程度的評估，以及挑戰者採取了何種的言辭策

略（rhetorical strategy）來詮釋自己的崛起。支配性強權對挑戰國發動預防性

戰爭只是兩者互動時的一種可能性，支配性強權未必一直都存有採取預防性作

為的強烈動機。這個動機只有在支配性強權產生了現狀的國際建制秩序正在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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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的危機感且崛起國又不擁有較高的多聲性時才會生根茁壯。在這個視角

下，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之間的權力對比變化只是背景因素，不在根本上決定

兩者互動的過程與結果。

MacDonald and Parent（2018）不直接從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之策略入

手，而是試圖對衰退中的強權如何因應權力衰退之挑戰做出解釋。現有的一些

文獻指出支配性強權願意付出高額的代價來護衛自己建構的秩序，試圖直接

扭轉相對權力變化的不利發展。面對衰退，支配性強權先天的傾向是加碼競

爭（Gilpin 1981）。MacDonald and Parent（2018, 22）主張，從歷史的經驗來

看，衰退中的強權其實會選擇戰略縮減（retrenchment），即權宜地選擇削減

防衛上的開支並限縮安全上的承諾，不強行在權力下降時與崛起國進行劇烈的

安全競爭。衰退的程度與戰略縮減的強度成正比，即衰退的程度越高，戰略

縮減的強度也越高。戰略縮減是衰退下的理性選擇，目的是在減少戰略資源

的支出後，穩住國力，接著再透過必要的改革重振實力，並在需要時重新投

入與崛起國的競爭。MacDonald和Parent提出了四個可能影響的調節變數：第

一，相對權力位置（relative rank）；第二，同盟可得性（ally availability）；

第三，承諾的互賴程度（commitment interdependence）；第四，征服的計算

（conquest calculus）。

首先，若強權所處的相對權力位置越低，戰略縮減便是一個必然的選項，

因為此類強權較可能面臨多重威脅的困境。反之，相對權力位置越高，戰略

縮減會變得較為困難，畢竟此類型國家享有一定的權力優勢，但戰略縮減仍不

失為一個選項。其次，同盟的可得與否同樣會影響強權的戰略縮減決定。當有

可靠且目標一致的盟友時，強權較可以放心地選擇戰略縮減。若同盟不可得，

衰退中的強權就未必擁有採取戰略縮減的空間，恐怕得苦撐待變。再來，強權

對其他國家甚至各個區域的安全承諾若是相互獨立的，較能夠採取戰略縮減，

因為不需要顧慮其他國家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之憂慮。

但若強權做出的安全承諾皆是環環相扣，彼此相關，戰略縮減就變得困難。最

後，當征服和控制新佔領土十分困難時，強權會有比較高的安全感，較勇於採

取戰略縮減之政策，但當征服和控制新佔領土並不困難時，強權將極難克服戰

略縮減可能導致安全程度下降之恐懼。按照MacDonald和Parent的理論，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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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強權可能選擇戰略縮減之政策，但其機率必然比其他不處於權力頂端的國家

要低。若相對權力優勢的因素沒有讓支配性強權卻步，仍考慮戰略縮減，進一

步要檢視便是支配性強權的聯盟組合以及國際體系中的攻守平衡。無論如何，

MacDonald和Parent點出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支配性強權有可能選擇不與崛

起國立即開啟劇烈的安全競爭。

三、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集合

與上述我們引介的作品不同，David Edelstein（2017）的理論嘗試同時解

釋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策略選擇，並把兩者選擇的策略集合作為主要的分析

單位。具體來說，Edelstein主張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策略選擇都可以從它們

在時間視野（time horizon）上的長與短來加以解析，並強調國際關係大多數

的研究中都忽略了時間的作用。
11
時間視野的長短取決於一國在多大程度上擔

心自己當前的選擇是否會對未來產生影響。時間視野長代表行為者非常在意當

下選擇的未來後果，時間視野短則表示較沒有這種顧慮。對支配性強權來說，

較長的時間視野代表從現在開始就要與崛起國競爭，因為崛起國是一個不可忽

視的長期威脅，任何當下的寬容都可能變成未來的遺憾。因此，一個擁有長時

間視野的支配型強權會選擇遏制崛起國，與其展開激烈的安全競爭。若支配型

強權的時間視野較短，表示一個長期威脅之形成並不在其考慮之內，這表示支

配性強權可能會選擇與崛起國合作，以取得合作紅利，或者和崛起國協作來打

擊共同威脅。對崛起國來說，長的時間視野代表至少在短期內避免採取可能觸

怒支配性強權之行動，選擇與之合作，畢竟時間站在崛起國這一邊。崛起國的

時間視野若短，則可能會忽視擴張性政策的未來後果，在短期便急於將新增之

實力轉換成影響力甚至追求領土的增加，這些政策可能都會激烈雙方之間的競

爭。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在Edelstein的理論框架下，同樣的時間視野

對支配型強權與崛起國產生的效果並不相同。較長的時間視野會催生出支配性

強權較為競爭性的策略，但卻會讓崛起國傾向採取合作性的策略。較短的時間

11 Copeland（2000）是一個明顯的例外，在他的理論中，對未來的預期扮演重要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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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讓支配性強權選擇合作，然而卻可能促使崛起國選擇擁抱競爭性的政策。

把支配型強權與崛起國的兩種時間視野的可能性結合，Edelstein指出，當

支配性強權和崛起國都擁有較長的時間視野，或者支配性強權的時間視野長而

崛起國短時，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帶來戰爭風險的提升。若支配性強權和崛起國

的時間視野都較短，則雙方互動的情況是小規模衝突和務實合作皆有可能。當

支配型強權擁有較短的時間視野，崛起國的則較長時，則創造出了非常有利於

合作的條件。崛起國和支配性強權的相對權力接近時也不必然代表雙方的戰爭

可能性的驟增，Edelstein的理論清楚地展示了，這樣的權力結構只有在雙方時

間視野組合符合特定的型態時才會導致大規模的衝突。

總體看來，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決策對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在不同學者的

理論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權重與判斷，這表示了權力轉移與衝突之間的連結可能

存在多元的機制（mechanisms）。進一步來說，權力轉移理論以及此處所討論

的新興理論清楚指出，僅僅關注相對權力變動，未必能對霸權競爭提供充分的

解釋，因為這樣的視角往往伴隨著悲觀的結構必然導致衝突之宿命式的論斷。

許多學者提出諸如現狀的滿意程度、正當化策略以及時間視野等理念性的運作

機制，其重點便在於點出，這些因素有可能在初始的階段就決定了雙方關係的

基礎會是以競爭還是合作為主。競爭與衝突固然可能，但我們也不應否定合作

與穩定關係開展的機緣。

陸、歷史與國關：源起

當代的美中霸權競爭尖銳地刺激著國際關係學界，要求其提出能解釋此一

現象的理論觀點。在上述對於霸權競爭文獻的討論當中，我們發現權力與理念

（包括對現狀的滿意程度）形成了兩條主要的線索，對於逐霸行為提出了不同

的理論解說。不過這個文獻的時間縱深是有限的，它通常不會太關注前現代的

國際關係史，然而歷史卻是我們可以擴展視野、採擷案例，發展理論的重要場

域。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不同，在國際關係中，無政府的環境自古至今沒有改

變，因此國家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具有跨越時間的一致性；然而在國內政治，體

制的變動卻大大改變了整體的格局，使得古今的國內政治行為較不容易放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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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框架中來理解。因此在研究國際關係時，將歷史含括進來，作為發展理論的

素材，就具有極大的意義。對於崛起中不停回顧長歷史的中國大陸而言，掌握

其歷史行為更具有特殊的含意。這個理解把我們帶到「歷史與國關」的領域。

歷史是發展國際關係理論的素材，而國關理論則提供了深入理解歷史的途

徑，這兩者本應該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在學術研究中，歷史和國際關係卻

不是緊密相連的兩個學科。史學的方法論自然是源遠流長而自成系統，當代的

國際關係研究則深受政治科學的影響；歷史研究是人文學的主幹之一，而國

際關係則是社會科學的一支。雖然歷史和國際關係在現實上是如此緊密相連，

但是在學術上卻是畛域分明，各屬一端。學門的鴻溝導致相互取經的困難，

使得「具有歷史認知的國際關係研究」（history-inform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難以成形。結果國際關係理論經常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和

「去脈絡的」（decontextualized）。 以這樣的國際關係理論來理解世局，只

可能是窄淺和不足的（吳玉山 2018）。

國關理論經常有超越時空的宏圖，並以不受限於歷史情境來彰顯其科學

性。這樣的心理態度容易讓國關理論的建構者遠離歷史。當然非歷史的心態並

非舉世皆然，不少歐洲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是和歷史整合在一起的；另外，

「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也相當強調歷史的重要性。然而美國的國際

關係研究卻基本上比較不重視歷史，充其量只是把史事當作製造大數據的原材

料，而不願意真正進入其中抽絲剝繭、探詢意義。

承襲著美國的傳統，在台灣的國關學界一般與歷史學界劃清界限，甚少交

流。這兩個學科彼此不甚瞭解對方的方法論和興趣，也很少認為有可向對方請

益之處。過去歷史與國關很少透過合作來探索共同有興趣的主題，人文與社會

科學的兩分與隔絕，在此顯現無疑。然而，一個重大議題的出現，突顯了國關

與歷史分隔的困境，也促使雙方學者開始探索合作的可能。這個議題就是「中

國的再起」（the resurgence of China）。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崛起對於國際體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然而這

並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帝國，其政治與

文化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對東亞地區更是如此。在歷史上中國曾經多次分裂衰

微，而又振興再起。對於想要瞭解今日中國大陸對外行為的人們而言，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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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尋找線索是極為自然的。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美中之間日益嚴重的衝突，Graham Allison以

西方的歷史案例演繹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之間的權力轉移理論，推出了修昔底

德陷阱的概念，認為爭霸不免一戰，成為國關學界的顯學。Allison並將其歷史

識見一般化，探究了近500年以來的重大權力轉移，發現有大概率的戰爭出現

機會，並將此一結論直接適用到美中今日的爭霸。這讓我們不禁問到，如果西

方的國際關係學者能從歷史取經，在台灣的研究者豈不最能夠從歷史來深入地

看今日的中國崛起，這顯然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利基。

中國今日的興起其實並非單純的大國崛起，而是「再起」。根據著名史

學家王賡武的看法，這是繼秦漢、隋唐、明清以來的第四次（Wang 2004）。

向前現代的歷史經驗探求中國對外關係的線索是極為自然的（Cal lahan 

2012）。12
台灣的學術界對於中國歷史的理解是極為重要的學術資產。台灣的

國關學者自然應該要努力開發跨學門的合作機會，努力探究中國對外行為的模

式，並增益國關理論。這就催生出台灣的「歷史與國關」研究，希望能夠向歷

史與史學取經，並與國際上研究歷史與國關的學術社群結合，共同加入美中間

霸權與競爭的研究。

柒、文獻分類：跨時與跨域

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可以用著作是否跨越時間（跨時或限時）與是

否跨越區域（跨域或限域），而區分為四個向度（參見圖一）（Wu 2018）。

非一般化的國關史研究是屬於限時限域的（左下），其研究目的是為了深入瞭

12 從中國的歷史來探求中國對外關係的線索是有前提的，即中國跨越古今持續性的存

在，這使得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具有可比性。今世許多國家未必具有此一特性，但是

中國的古今可比性是相當高的。在客觀方面，中國的核心領域自始相當確定並逐漸

擴張（中原）、歷代均致力於建立承襲過去的正統並極為重視歷史、文化的延續性高

（相當程度透過其獨特的、與語音相對獨立的文字系統），而經典古籍與思想脈絡傳

承性也強。在主觀方面則民眾普遍接受歷史與文化的延續性，即使因為政治的因素出

現一時的逆反也無法改變一般與長期的趨勢。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其古今的可比性是

較強的。不過此處還需要更紮實的論證，以確認歷史在當下的意義，這也是歷史與國

關研究所面對的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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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歷史的特定案例，並沒有跨越時間或跨越區域的理論企圖，這一塊主要是歷

史學的研究範疇。
13
如果保持限時的觀點，但是走入跨域的研究（左上），那

麼就必須探究跨域的機制為何。科技在此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在對於古代農

業帝國的研究當中，一定的物質生產力與軍事能力（冷兵器）使得國家向外投

射權力的型態與範圍受到一定的限制，也使得這些前現代國家的國際關係與當

代的國際關係可能出現質的不同，這一塊主要是屬於歷史的比較研究。
14
如果

進入跨時的領域（即圖一中右側的兩個向度），則歷史與國關可以大別為兩個

13 例如陶晉生對於宋遼關係以及南宋與金關係的討論，雖然也有省思整個傳統中國對外

關係的想法，但實際上就是深入探討宋遼金的國際關係，是典型的國際關係史研究。

參見陶晉生（2013）。
14 例如對於羅馬與漢這兩個在公元前後歐亞大陸上主要農業帝國對外關係的比較，就是

典型的跨域而限時的研究，參見Bang（2010）。當然科技對於國際關係最重大的影響
可能是發生於核子武器出現之後，其主要的機制是經由「相互保證毀滅」與「延伸嚇

阻」所帶來的恐怖平衡。參見Waltz（1981）。

圖一　歷史與國關文獻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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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一是主流的普適論（右上），強調國關理論可以跨時跨域，因此可以藉

由古今不同區域的歷史案例來檢驗與修正既有的理論；一是特殊論（右下），

這是認為一個區域或國家有其特殊性，而此特殊性可以跨時傳遞，因此古今國

際關係可以相互貫通、印證發明，但是卻無法跨域產生作用。在文獻當中所點

出最重要的跨時機制是意念與文化。普適論（右上）與特殊論（右下）是歷史

與國關中最主要的兩個研究向度，而此二者的論辯也構成了文獻中最為活躍的

主題。

站在普適論（圖一的右上）的立場，國關理論可以跨越時空，對不同國家

的對外行為提供解釋，並冀圖以不受限於歷史與區域來彰顯其科學性。普適論

中最佔優勢的途徑就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門派有多種，攻勢與守勢的看法

不同、結構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分析層次的著重與堅持也不同，但是

論到兩強逐霸對於體系穩定所帶來的影響，現實主義中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傳統

的權力平衡典範與權力轉移典範，前者認為權力均衡是維繫體系穩定的前提，

後者則視不受挑戰的霸權為國際和平的基礎。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權力轉移典範的代表性理論，其基本假設為穩固

的支配性強權是體系和平的基礎，而挑戰者與支配性強權的國力接近則容易

導致兩強間的衝突。在Allison的推論過程當中，透過史例所建立的國關理論

跨時跨域地直接適用到當今的美中關係，堪稱歷史與國關文獻中普適論的典

型。究其實，修昔底德陷阱是以歷史案例研究的方式驗證Organski在1950年代

就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不過日後該理論的發展多採取非歷史的視角，而著重

於搭建出一個實證的量化模型，如前所述（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吳玉山 

2010）。Allison用歷史的角度重新詮釋一個已經存在多時的國關理論，搭配現

實政治中不斷加劇的美中爭霸，結果引起了學術界與政策圈的高度關注。

在國關理論當中，相對於強調物質權力的現實主義，一向有強調理念的理

想主義及自由主義與之相抗，後來又有建構論的出現，從本體論與方法論等各

種角度對現實主義進行批評。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這些看法集結為特殊

論，強調理念與文化的重要性。很明顯地，如果理念與文化可以扮演制衡、甚

至壓倒物質利益的角色，而文化又具有延續性，則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就可以

跨越時間來理解，將古今相互觀照。但是這樣的文化系統卻不能夠跨越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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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到異文化的國度。在圖一當中，文化義理是作為跨時的機制，使得歷史與

當代發生聯結，讓前現代的國家行為成為理解當今國際關係的鑰匙；但是文化

義理卻無法跨域，事實上它是封閉異域的門鎖（圖一的右下）。

由於文化義理是特殊論的核心，因此究竟中國文化中影響對外行為的是什

麼，就成為特殊論的起始點。在這一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朝貢體系」、

「天下體系」、「儒家和平論」、「道義現實主義」，與「關係理論」等

（陳欣之 2018）。朝貢體系是傳統東亞國際社會的特殊體制，被認為出於獨

特的中國文化系絡，為層級的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可以滿足國家的安全需

求，並提供紛爭解決的機制（Fairbank and Teng 1941; 濱下武志 1999）。就天

下體系而言，是強調一個在共同秩序下的世界體系，具有高度的含括性（all-

inclusiveness），能容忍分歧、不再歧視，並廣被東亞，可為世界治理的哲學

（趙汀陽 2011; 趙汀陽 2015）。儒家和平論認為儒家的層級體系能長時期保

證東亞的和平與安全，其遏制戰爭、保障和平的效果超越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

（Kang 2003）。道義現實主義強調正義、層級、規範等傳統現實主義當中所

欠缺的元素，突出領導能力和戰略信義對於大國崛起的重要性（閻學通、 張

旗 2018）。關係理論認為國家如同個人，在判斷情勢、採取行為時會意識到

在國際社會關係網絡中的位置。對於關係的重視是基於歸屬的需求和群性，此

乃根深蒂固。國家的決策會反映維繫關係的意圖，從而會實行自我克制，因此

國家行為無法僅從現實利害來加以理解（Qin 2018; Huang and Shih 2014）。

在特殊論的倡議者當中，秦亞青、閻學通與趙汀陽等中國大陸的學者主張建立

「中國學派」，標舉其獨特的學術位置，並發展影響力，使其論述與中國當今

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關聯。總體而言，這些特殊論者由於強調文化義理的本身，

因此在歷史案例的耙梳上普遍較為缺乏，Kang的論述則是一個顯著的例外

（Kang, Shaw, and Fu 2016; Kang and Ma 2018; Kang et al. 2019; Kang 2020）。

捌、文化的角色：普適vs獨特

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當討論到中國的對外行為模式時，最為關鍵的

理論問題是：「究竟中國的對外行為有多少是受到其獨特文化的影響？」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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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際關係學者而言，一般的傾向是認為存在著普遍適用的理論，可以跨時跨

域地解釋中國的對外行為；但是也有許多理論家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認為

中國的對外行為不透過探究理念便無法加以理解。這就構成了普適論與特殊論

的爭議。很明顯地，如果要了解中國對外行為的根源，我們不能只倚賴一種途

徑，而是必須透過這兩種理論的對話。

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多數的學者都認為中國有獨特的文化傳統，而

此一傳統與儒家等在歷史中佔有優勢地位的思想體系有關。在此種情況之下，

透過歷史案例的檢證，來看當文化義理與現實利害衝突的時候，究竟何者居於

更重要的地位，便成為特殊論與普適論交鋒最常見的形式。對普適論而言，其

目的是透過史例來證明既有的國關理論（不論是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典範）

便可充分地解釋中國的對外行為，不需要引入文化的變項，或是證明文化理

論對於中國行為的假設不成立，這可稱為「文化無關」論（Wang 2011；萬曉  

2020）。有一些學者承認文化義理的重要性，及其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力，

但是認為文化義理其實是特定權力分配下的產物，於是文化成為中介變項，權

力才是真正的自變項。例如朝貢體系就被視為東亞長期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所

產生的制度安排，其根源是中國居於絕對優勢的權力地位（Wang 2013）。此

種論述不啻用現實主義吸納了義理制度，使得解釋的重心越過文化的迷障，歸

於基礎的權力分配，也就是用權力含括理念，可稱為「現實含攝文化」論。

對特殊論而言，研究者經常試圖證明傳統的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無法「完全

地」解釋中國的特定對外行為或是行為模式，因而必須引入具有歷史與文化

特色的思想體系作為「救援」或「補充」。這樣做的結果自然不是否認了西方

國際關係理論的效力，而只是提出理解文化與思想的重要性。於是兩種理論的

爭論變成了解釋程度大小的爭論，而非全有與全無的辯難。在不同理論均有其

效力的情況之下，做相對解釋能力的判定自然會較為困難。此種策略可以視為

將權力與理念「分配並列」。另外一種策略是「階層滿足」，認為國家追求不

同層次的目標與價值，其中安全與生存是最基本的，而文化則定義其高層的價

值，唯有當基層的目標獲得滿足的情況之下，國家才會追求高層的價值。現實

主義或可決定了中國在追求基層目標時的行為模式，但是當中國的安全與生存

確保的情況下，它會追求文化（例如儒教文化）所定義的高層價值，例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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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親疏遠近來決定中國與他國的互動模式（蘇軍瑋 2018）。

歷史與國關的研究，雖然至今已有相當的發展，但是也面臨一些侷限與挑

戰，而必須加以面對與解決。這些侷限與挑戰包括，第一、要瞭解普適論或是

特殊論哪一種較有解釋力的前提，是必須確認理論本身。所謂西方的普適論經

歷了多次重大的爭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論戰迄今未決。在此

種情況之下，究竟西方的普適國關理論為何，顯然並非不證自明。由於現實主

義的理論發展較為源遠流長，基本規律較為清晰，因此在歷史與國關的研究中

提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時，主要是採取了現實主義的一般性原則、或是其中的

某一流派，例如權力轉移典範。但是畢竟權力轉移論不是現實主義的全部，而

現實主義也不是西方普適國關理論的全部。在做理論對話時，既要抓住焦點，

也不能不見全局，這是一個挑戰。歷史與國關和權力轉移論的對話，對於發展

整體的國關理論，究竟帶有怎麼樣的意義，值得研究者思考。

第二、另一個相對應的侷限就是何為文化特殊論的解釋框架。例如研究者

經常將「天下觀」和「朝貢體系」作為中國文化與制度特色的代表。然而這樣

地理解中國是否合理？「天下觀」有各種不同的詮釋，而「朝貢體系」是否如

論者所稱長期穩定的存在也是可辯論的議題，所以此一中國式的解釋框架並不

是沒有爭議的。或者我們需要更多地歸納史例，來解析中國的對外行為模式，

而不是單純訴諸於思想史的研究。畢竟，我們所在意的，是實際的行為模式，

而不是外宣的思想框架。

第三、如何判明哪一種理論更有解釋力？這是一個研究設計上的問題。在

上述普適論與特殊論的辯論當中，在普適論中有「文化無關」與「現實含攝文

化」的兩種觀點，而特殊論則有「分配並列」與「階層滿足」之說。在目前的

歷史與國關文獻當中，「分配並列」是一個具有優勢的方法論策略，此時特殊

論者可以證明現實權力無法完整解釋國家行為，而必須加入文化義理的因素，

但這並不能排除權力仍有產生作用。於是兩種理論的爭論變成了解釋程度大小

的爭論，而非全有與全無的辯難。在不同理論均有其效力的情況之下，做相對

解釋能力的判定自然會較為困難。

第四、在古代和當代的解釋之間，是否有其內在聯繫，還是有一鴻溝，也

就是如何跨時？由於歷史就是過去的當下，而與現在一氣相承，因此武斷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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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二者自不足取。然而，如果要使歷史的研究和討論對於現在產生意義，最重

要的就是要理解歷史對當代產生作用的機制：是歷史教育、是菁英學習、是心

理偏好、是文字的可近性、是文化的自在傳承，甚至是有意識的思想工程？在

這一方面必須打開一個全新的領域，以及需要更多其他學科的投入。如果能夠

有效地建立歷史與現代的聯繫，認知歷史發揮當下影響力的機制，則對於中國

對外關係史的理解，將會和今日中國的對外行為直接關聯起來。雖然我們認為

中國的古今可比性較強，但是對於跨時機制的研究，以肯證歷史的當下意義，

仍然是極端迫切的。

玖、結論

從歷史上來看，國關理論的發展是與現實密切互動的，此一現象在當今表

現地極為明顯。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召喚著具有解釋力的國關理論，並重新

點燃了學術界對權力轉移論的興趣，也催生出了一系列針對支配性強權與挑戰

者戰略互動的理論文獻。從這些理論出發，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將受到許多變

數的影響與制約。對於權力轉移理論來說，美中之間相對權力差距的縮減已是

必然，未來雙方的互動繫於中國對現狀的國際秩序是否滿意。中國若對現狀不

滿，決定要挑戰美國，權力轉移理論的預測極其悲觀，即使是核子武器的存在

也未必能阻卻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換言之，一個強大而又對現狀不滿的

中國會是對國際體系最大的挑戰。但若中國認定現狀能確保其崛起的持續，不

挑戰美國的領導，美中關係便能趨於穩定，國際體系也就沒有爆發霸權戰爭的

可能。以此觀之，確保中國對現狀的滿意是一個降低國際體系霸權戰爭的釜底

抽薪之計。為和平計，權力轉移理論會據此提出美國必須要有效控制中國對美

的威脅認知的政策建議。但這點就與拜登政府國安團隊成員Doshi的看法有了

分歧。根據Doshi的觀點，中國對美國的威脅認知越低，越可能採取宰制整個

東亞的大戰略。若要能阻止中國完全重塑區域秩序，美國就必須給予中國一定

程度的壓力，無可避免地中國的威脅認知也會隨之升高。

要能對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做出判讀，一方面我們必須預判美國會在亞太

採取何種大戰略，會對中國採取什麼策略，另一方面還必須對中國的對美策略



 霸權與挑戰：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　31

做出預測。根據MacDonald和Parents的理論，亞太同時存在著促進與阻礙美國

採取戰略縮減的因素，前者指的是日本及澳洲這兩個相對可靠盟友的存在，後

者則是指美國長期在該區域佔據的權力優勢地位會使其不願意將此位置拱手讓

人，因而美國充其量只可能減少對亞太的安全承諾，而不可能選擇全面性的戰

略撤守。由此觀之，美中之間的戰略較量極難避免。Goddard的理論則強調了

若美國認為其所建構的以自由主義為依歸之國際秩序正在崩解中，且又認為中

國在傷口上灑鹽，美國將義無反顧地遏制中國。但若中國能在對外關係的互動

中訴諸美國認為能強化現有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原則，為美國雪中送炭，美國便

可能竭誠歡迎中國的崛起。換言之，最終的結果還是取決於中國的政策選擇。

Shifrinson認為，中國將根據其認知的美國戰略價值高低來決定對美的政策。

若美國能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協助其剷平可能面對的阻礙，中國便會採取合作

性的對美政策。反之，中國將利用其遽增的實力對美國施以嚴重的打擊。

權力轉移理論或者是其他的新興理論之基礎都是抽象的理論邏輯或者是西

方的經驗事例，它們固然凸顯了在分析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的戰略互動時關鍵

的結構或者是雙邊因素，但我們在將這些理論框架套入美中關係的分析時還是

需要格外小心，因為一些有時必須具體到個體層次的理念或者主觀性因素也可

能在作用。以權力轉移理論關切的對現狀滿意程度為例，中國對於現狀是否滿

足以及在未來這個評估是否可能出現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認同：它

來自何方，它的過去與現在為何，未來又該往走向何處。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很

可能就是解開中國認同之謎的一把重要鑰匙。

為了從歷史中尋找中國對外行動的模式，並探索文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

色，從2015年以來，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便與臺灣大學高等研究院與臺

大政治系合作，聯合舉辦了五次以探究「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為主題

的學術研討會，開了在台灣國際關係與歷史研究交流互動的新局，突破了歷史

人文與國關社科之間的學術畛域。在這一系列突破性的跨學科互動當中，首

次會議的主題是「中國再起I：歷史與國關的對話」（2015），展開了第一次

的跨時之旅，探討歷史中國的對外關係，焦點是在「中國獨特嗎？文化對現

實主義的挑戰」。在隔年的第二次學術會議中，主題轉移到「中國再起II：跨

時、跨域、互動的觀點」，引進了除了跨時、跨學科之外的第三個跨越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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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地理區域，而向更進一步的一般化推進。在2019年舉行的第三次會

議當中，強調了中國與周邊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中國再起III：與鄰邊互動的

歷史與現實）。接下來的第四次會議（2020）則探究了從大國到小國與從小

國到大國的兩種視角（以古鑑今IV：大國逐霸，小國圖存），同時引入了不

均衡的三角關係的分析模式，試圖瞭解逐霸與大小國互動之間的關係。最後在

2021年的第五次會議（權力轉移的膠著V：歷史的視角）當中，更與當今的國

際現況進行了細緻的配對，探討權力轉移下的大國關係、對小國的影響，以及

從東亞歷史探討權力轉移下競爭性和平的可能，其中澶淵之盟（1005）後的

遼宋百年和平是探究的主題。

在上述的努力當中，核心關懷是在中國再起之際，召喚歷史，探索前現代

東亞國際關係；在歷史與國關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搭建橋樑，相互豐富

發明；並以古為鑑，觀照當前，探索未來。研究焦點在於兩大國權力轉移間的

國際關係；大國逐霸與小國圖存如何互動；與現實國力與文化理念所扮演的角

色。整體研究的目的，是以歷史的厚度來深化對世局的體認。因此，歷史與國

關的研究在台灣自始具有學術理論與現實政策的雙重高度意涵，並與權力轉移

理論相匹配，以詮釋古今霸權競爭。

透過多年來歷史與國關的理論探討，以及針對美中爭霸的聚焦討論，我們

發現歷史的視角，經由理論的詮釋，可以對當今權力轉移的國際關係場景提供

有用的觀點，並與權力轉移理論進行對話。歷史與國關聚焦於普適論（跨時跨

域）與特殊論（跨時限域）的爭辯，其論爭的主題集中於文化與義理因素相對

於現實權力究竟具有多大的影響力。這裡展現出一般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

與現實主義論辯的形式，但是更具有歷史的厚度。權力轉移理論是屬於現實主

義的一支，專注於分析崛起強權與現狀霸權之間的互動，雖然多認為二者間衝

突的機率很大，但也承認特殊狀況下和平相處的可能。然而，和平權力轉移的

條件究係如何，是此理論典範的關注焦點之一。歷史與國關的學者在此正可透

過歷史與權力轉移理論對話，用理念與偏向結構論的權力轉移文獻相互補充。

由於此二者均以理解與詮釋中國崛起下的國際關係為其關注焦點，因此可以充

分地對話互動，以截長補短。當然要做到這一步，還需要突破許多的挑戰與侷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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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美中逐霸日漸激烈，牽動整體世局發展，而台灣正身處兩強相爭風暴

中心的時刻。我們期待以權力轉移理論來發展分析框架，又以歷史與國關來深

化經驗內涵，一方面掌握跨越時空的科學原理，一方面探索細膩精緻的文化意

念，使得我們對於攸關國家生存的重大國際關係議題，能夠發展出足夠的知識

能力，在學術與實務上做出貢獻。

 （收件：111年9月13日，接受：11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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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re always closely connected to real 

worl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oday’s world.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PRC stimulates IR theories that can grasp and respond to the 

international reality. Among those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History 

and IR approach” are of the greatest explanatory potential.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re argu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then 

focuses on its two critical variables: power gap between the hegemon and 

the challenger, and 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status quo by the challenger. 

The discussion then extends to the conditions of war and challenges to the 

theory. Finally, we discuss a nasc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stems from 

and critically dialogues with the original theory. Here we lay out policy 

options by the hegemon and the challenger, and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ir 

combinations. We then shift to the History and IR approach,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s. We 

emphasize the need to tak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nalyzing the “resurgence 

of China.” Then we offer a typology for the history and IR literature,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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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work concerned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We focus on the 

major debate in the literature: “Does culture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s?” The generalists argue that traditional IR theories can fully 

explain China without resorting to its unique culture, or that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difice that seemed to have strong impact on China’s behaviors 

were reflection of the underlying balance of power. The culturalists counter that 

ideas were indispens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China, or that culture constitutes 

the higher echelon of China’s psychological hierarchy. We conclude that both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history and IR approach are indispensable for 

understanding hegemonic rivalry in today’s world.

Keywords:  IR Theories, US-PRC Rivalry, Power Transition, History and IR, 

Hegemony and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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